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20 

 

参考文献： 

费孝通，1989，“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 年第 4 期 

马戎，1989，“重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新的历史条件”，《北京大学学报》1989 年第 4 期 

马戎（编），1997，《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马戎，2001，《民族与社会发展》，北京：民族出版社 

马戎，2004：“族群问题的‘政治化’与‘文化化’”，《北京大学社会学学刊》，第一辑 

陈建樾，2003：“多元一体：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族际整合与合法性”，《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

年第 5 期 

（作者为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 03 硕士研究生） 

 

 

 

 

【论文转载】 

清代民族“大一统”观念的时代变革 
     

李治亭 

 

    [摘  要]华夷之变是中国古代的传统民族观念，自春秋以来的 2300 余年间，大多数中原汉族

王朝均奉为圭臬，相沿未革，因而也未能解决好北方的民族问题与边患问题。清朝统治者锐意改

革，以民族“大一统”观念取代了以往的华夷之辨。以这种新型民族观念为指导，清朝很好地解

决了中国北方的边患问题，促进了中国政治与国土疆域的空前统一。 

    [关键词]华夷之辨；北方；民族观念；大一统 

 

民族“大一统”的观念，是清代民族政策、观念的重要变革之一。它从根本上破除了“华夷

之辨”的传统观念，并在政治实践中也改变了秦汉以来“华夷分治”的传统政策，最终实现了多

民族空前“大一统”的治国目标。 

 

一、清以前“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 

     

所谓“华夷之辨”，简单地说，就是从文化上严格区分华夏(汉族)与夷狄(少数民族)，“内诸

夏而外夷狄”，主张内外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这一思想观念源于春秋时期儒家的政治主张，当时，

礼崩乐坏，孔子力主尊周王，复周礼，对外攘却夷狄，使之不能变易周礼即“诸夏”的文化。齐

国著名的政治家管仲提出“尊王攘夷”的政治口号，最清楚地表述了“华夷之辨”的基本观念。

春秋时期的这一民族观，一直延续下来，并伴随着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内向”侵扰而得到加强。 

    秦始皇为防御匈奴，筑万里长城，将“华夷之辨”的观念付诸政治实践，使之具体化。如西

汉人说：“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1] 又有东汉人说：“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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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内外，异殊俗也。”[2] 延袤万余里的长城就成了“中国”与夷狄的分界线。于是，又有了“内

中国外夷狄”之说。所谓“内外”、“中外”、“华夷”或直言“中国”与夷狄之分，都是以长城为

限隔的。自秦始，迄至清以前，二千年间，大多数王朝都修长城不止(惟少数民族所建王朝不修)，

坚守长城这道藩蓠，贯彻“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和政策，将“三北”广大地区的游牧及渔猎民

族隔离在长城以外。 

    中国历代统治者主要是汉人所建王朝，一贯歧视、防备“夷狄”等少数民族。晋人公开宣示：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3] 显然，夷狄为“异民族”，与汉人非为一族，不能同心，理应被排

斥在汉族之外。明朝统治集团更是极力鼓吹“华夷大分”论，坚主华必统夷，而夷决不可干“中

国”之统。这即是说，华人是天然的统治者，而夷狄必受华人统治。因此，对夷狄等少数民族“严

华夷之防”，已成为世代相沿的一项传统政策，以对夷狄之“大防”为其治国和统治夷狄的大计。 

在以汉族为中心的狭隘的民族观念指导下，在清以前，历代王朝都没有解决好“三北”地区

的民族问题，故其“边患”、“外患”不断，战争不息。检诸史册，自秦始，经两汉、魏晋，传至

隋、唐、宋、辽、金、元，直至明代，都留下了与“三北”诸民族战争的难以计数的记录。诸如

匈奴、东胡、鲜卑、羌、突厥、回纥、党项、氐、高句丽、契丹、女真、蒙古、乌桓、琳羯、满

等，先后登上中国历史的大舞台，与中原王朝相抗衡，各自建立政权，或一统天下，或得江山半

壁，或建地方割据政权。历史证明，欲真正实现国家与民族的“大一统”，关键问题就是从根本上

解决“三北”地区的民族统一问题。而实现这一政治目标，首先要破除传统的民族观念。“华夷之

辨”的民族观念，无疑是中国“大一统”发展的一大障碍。 

 

二、清代“民族大一统”的新观念 

 

“华夷之辨”的民族观，其本质是排他的，即视“夷狄”等少数民族为“异民族”而加以排

斥。当然，夷狄诸民族在政治上隶属于中原王朝，但从民族文化、民族感情上却不被容纳。与此

相反，清朝提出并实践一种新型的民族观，我们把它概括为“民族大一统”。 

    “大一统”是儒家提出的政治主张，《礼记》给予最通俗的解释：“天无二日，土无二主，家

无二尊，以一治之也，即大一统之义也。”可见，“大一统”之本义，要求天下统于一个政权，而

一个政权统于一主。这就是“以一治之”之意。与“统一”相反，就是分裂、割据，历来为儒家

所反对。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大一统”的理论无疑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在边疆民族问题上，

却大受“华夷之辨”观念的影响和束缚，“大一统”的政治实践亦大受局限，因而迟至清以前始终

没有解决好边疆主要是“三北”地区的民族问题，即尚未真正实现各民族“大一统。 

  清朝提出并实践的“民族大一统”的新观念，内涵十分丰富，要而言之；清朝包容不同的民

族，视各民族为一个整体，都是清朝管辖的一部分。这就是说，生活在中国这一广阔疆土上的各

民族，都统一于清政权，而清政权必统于皇帝之手。显而易见，清朝的这一新的民族观念，无疑

是对“华夷之辨”的否定。 

清朝“民族大一统”的观念，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经历了一个演进的过程，在其政治、

军事实践中逐渐实现思想观念的时代变革。清人关前，由清太宗皇太极开其端，最先表达了他的

民族新观念。其父努尔哈赤在世时，坚持狭隘的本民族至上的民族观念，他对汉人之暴更过于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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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夷狄，采取“诛戮汉人，抚养满洲”的政策[4]， 没有被杀的汉人，则被掳掠为奴，有的为

满洲王公贵族庄园耕田种地，有的充当家内奴隶。努尔哈赤的民族观念及其政策，使辽东地区的

汉人积怨甚深，满汉民族相互仇视，矛盾十分尖锐，局势动荡不定。皇太极即位伊始，就改变其

父的民族政策，宣布：“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务，毋致异同。”[5]十年后，

他又进一步提出：“满洲、蒙古、汉人，视同一体。”他把三个民族的关系，比做五味，“调剂贵得

其宜”，才能“得其和”[6]，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和谐”。民族和谐，国安民安，政权才能稳固。

较诸其父，较之从前历代王朝所主“华夷之辨”，皇太极的主张，实属一种新的民族观念。他把这

一新观念贯彻于政治实践中，如，广泛吸收汉宫、汉将及蒙古王公贵族参加后金政权(清)；不再

诛戮汉人，将俘获或招服的大批汉人妥善安置，“编户为民”，恢复被掳为奴的汉人民户地位。皇

太极还推出一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举措，即扩建八旗组织，他在其父努尔哈赤创建满洲八旗的

基础上，创设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与满洲八旗并立，构成清朝立国的三大基石。满、蒙、汉八

旗制的最后完成，充分体现了皇太极所主满、蒙、汉民族“视同一体”的民族新观念。 

    皇太极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新的民族政策，反映了民族观念的新变化，因而发展和壮大了清

(后金)政权的实力，也为未来建立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是对历代沿袭

的“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的一次突破，因而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清朝定鼎北京，君临天下，进人人数以千万计、传统文化极深的汉人社会之中，以世祖为首

的满族贵族集团，仍然恪守皇太极的遗策，坚持“满汉一体”的思想。世祖说：“历代帝王大率专

治汉人，朕兼治满、汉，必使各得其所，家给人足。”他不断阐述、强调这一思想：“方今天下一

家，满汉宫民皆朕臣子”；“满汉官民，俱为一家”。[7] 这些说法和政策性表述，无一不是对皇太

极的“满汉一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继世祖之后，圣祖明确提出“天下一家”的思想，将皇太极的民族新观念推上了又一个发展

阶段。如果说，世祖的民族新观念主要是针对汉人而发，那么，圣祖的民族观念进一步发展到了

长城以外的蒙古族。自九世纪，蒙古族登上中国历史舞台，驰骋于长城以北的广阔草原，横扫欧

亚大陆，再南下，突破长城，灭金灭南宋，一统天下。立国未足百年，即被明取而代之，其族余

部仍散居“三北”，蒙古族是一个强悍而善战的民族，构成了明朝最严重的“边患”。清(后金)建

国伊始，就与蒙古展开争战。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对蒙古恩威并用，不断与之联姻结亲，终将

其争取过来，成为支撑清朝政权统治的一支巨大力量。如何巩固并长期保持与蒙古民族的联盟关

系，不仅关乎“三北”广大地区的安全，更是清朝安危之所系。圣祖决心把蒙古族变为“一家”

人，康熙三十年(1691)五月，他采取一项惊人的举措：废长城而不用。他说： 

    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未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

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友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

志成诚者是也。”[8] 

    圣祖下令停止修长城，又道出了他的“中外一家”的思想，“莫道岩关险，要荒总一家。”[9] 

    前已指出，长城是一道限隔“三北”游牧民族与农耕的汉民族的民族分界线，严重障碍国家

的统一，并造成民族的对峙，不断引发冲突和战争。圣祖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长城是靠不住的，

只有“修德友民”，才是“邦本”自固的根本之计，因此，圣祖宣布不要土石的长城，而要筑成一

道“众志成城”的思想长城。他说：“朕中外一视，念其人(指蒙古族)皆朕赤子，覆育生成，原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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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10] 圣祖继承其先辈之策并发扬光大，将蒙古族看成是“一家”之人。清朝经几代人的

努力，终于将蒙古族彻底降服，从此“三北”不再有蒙古族的“边患”，且蒙古族还成为清朝防卫

边疆的重要依靠力量。 

    圣祖废长城，收蒙古为“一家”，是划时代的一件大事，是对千百年来因长城之设而形成的“华

夷”观念的空前超越，将民族“大一统”真正发展到长城外的“三北”地区，无疑是中国历史发

展的光辉一页。 

    而世宗更将民族“大一统”的观念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他从“大一统”的观念出发，对圣祖

61年的开拓进取做了科学的概括：“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又称：今六合成

大一统之天下，东西南朔，声教所被，莫不尊亲。”[11] 

    最有代表性、最能反映世宗对“大一统”理论观念的，是他在雍正十一年(1733)四月与内阁

官员的一次谈话。他说： 

    “夫中外者，地所划之境也；上下者，天所定之分也。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

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

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内而直隶各省臣民，外而蒙古极边诸部落，以及

海陬，梯航纳贡，异域遐方，莫不尊亲，奉以为主”。(12) 

    以上是世宗的著名言论之一，充分显示他对“大一统”的理论阐释，何其深刻、透彻。“中外

一家，上下一体”，不可以，“形迹相岐视”，他对历代汉族统治者及士大夫所坚持的传统“华夷观”，

给予严厉批判，更显示出他的“民族大一统”论的理论内涵。他痛斥明清之际一些汉族学者：在

“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是“逆天悖理”。他针对“夷狄异类，戾如禽兽”的极

端说法，痛加驳斥：“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他指出，清

朝疆土广远，“中外一家”，“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13] 

    可以认为，自清太宗发其端，历世祖、圣祖二世，至世宗确已完成了清代“民族大一统”理

论的阐发与理论概括，形成一套完整的有别于历代“华夷之辨”的新型民族观。至乾隆年间，乾

隆帝在实践上完全贯彻这一新的民族观，把清朝推向鼎盛，最后建成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

家，因而开创了“中外一家”的空前大一统的时代。 

    观念的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而社会的变革，又推动、深化了人们的观念变革。清

朝能实现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政治目标，恰恰是民族观念变革的必然结果。应当指出，与同时

期的西方资产阶段革命及其思想理论相比，清朝的“民族大——统”观念及其他方面的变革，显

然还不具有真正的社会革命的意义。但从中国历史的变革来衡量，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历史飞跃。 

 

[参考文献) 

  [1]汉书：卷 96“西域”．[M]． 

  [2]后汉书：卷 90“鲜卑传”[M]． 

  [3]晋书：卷 10“刘元海传”[M] 

  [4]清太宗实录：卷 64[M]． 

  [5]清太宗实录：卷 1[M] 

  [6]清太宗实录：卷 42[]． 

  [7]清世祖实录：卷 90(M]． 

  [8]清圣祖实录：卷 15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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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御制诗集：初集[M]． 

  [10]清圣祖实录：卷 184(M]． 

  [11]清世宗实录：卷 83(M]． 

  [12]清世宗实录：卷 DO[M]． 

  [13]大义觉迷录[A]．清史资料：第四辑[㈡．北京：中华书局，1983．4—5． 

                             

（本文原刊载于《社会科学辑刊》2006 年第 3 期，第 162-164 页） 

(作者单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吉林长春 130033) 

 

【学术快讯】 

首届费孝通纪念讲座在北京大学举行 

 

由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首届费孝通纪念讲座”于 2006 年 12 月 16 日在北京大学

图书馆北配楼正式举行，应邀担任首届主讲人的是费孝通教授的老朋友、日本东京大学荣誉教授、

著名人类学家中根千枝教授，她的讲座主题是“中国与印度：从人类学视角来看文化边陲”。 

讲座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刘世定教授主持，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赵存生教授代

表北京大学致辞，社会学系主任马戎教授介绍了“费孝通纪念讲座”的发起并介绍了中根千枝教

授的学术成就。北京大学的两百多名师生以及一些校外学者出席了讲座，出席者对中根千枝教授

所讲的这一题目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在讲座过程中不时地对中根千枝教授的精彩讲座报以热烈的

掌声。讲座结束后，马戎教授代表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向中根千枝教授赠送了特制的讲座纪

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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